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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开泽

提要：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 年广州住房调查数据和事件史模型，研究住房市场
化改革进程与个体生命历程交互作用对首套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 研究发
现，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差序格局”和差异化改革策略，使住房获得具有明显
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 福利住房产权化和住房商品化双轨并行的住房市
场化模式，降低了体制内外住房不平等，加剧了精英和非精英阶层的住房差
异，延续了行政精英的福利住房获得优势。 在住房改革进程中，体制分割和
市场分化导致的住房不平等相互叠加，并通过代际传递加剧了年轻世代的住
房分化。

关键词：住房产权化　 住房商品化　 生命历程　 差序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中国对福利住房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逐步将

住房供应主体由国家转为市场（朱亚鹏，２００７：１６ － １７），实现住房商品

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Ｗａｎｇ ＆ Ｍｕｒｉｅ，１９９６；Ｈｕａｎｇ ＆ 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２）。 住

房改革沿两个方向推进，一是福利住房产权化，即改革福利住房制度，
通过房改售房将福利住房产权由单位转移给职工家庭（国务院办公

厅，１９８８）；二是住房商品化，即允许私人建房或私建公助，鼓励外商和

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住房（张泓铭等，１９９８：４７）。 由于改革进程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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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市场和开放市场长期并存（Ｓａｔｏ，２００６），住房改革也被称为双轨制改

革（辜胜阻、李正友，１９９８；魏万青，２０１４）。
住房改革也是城市住房财富和利益调整过程，对社会结构和个体

生活机遇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住房改革与社会不平等也成为市场转型

理论学术争鸣关注的重要问题（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Ｓｏｎｇ ＆ Ｘｉｅ， ２０１４）。 针

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住房产权分化，学者们提出了权力维续论（边燕杰

等，１９９６；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权力衍生和权力优势论（刘欣，２００５；
Ｌｏｇ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胡蓉，２０１２；Ｗａｌｄｅｒ ＆ Ｈｅ， ２０１４；魏万青，２０１５；Ｆｕ，
２０１６）以及市场能力和市场转型论等多种观点（李斌，２００４；Ｓｏｎｇ ＆
Ｘｉｅ， ２０１４）。 市场转型视角的住房研究主要关注福利住房产权化，或
对住房产权化和商品化进行割裂分析。 由于商品住房获得遵循市场机

制，福利住房分配遵循再分配机制，住房获取方式和分配机制差异明

显，忽略住房产权类型的研究降低了经验研究对住房双轨制改革的解

释力。
在市场转型研究中，学者们引入制度分析方法，强调国家制度变迁

对个体生活机遇的影响（Ｚｈｏｕ ＆ Ｎｏｅｎ， ２００１）。 大部分学者认为住房

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策略（Ｗａｎｇ ＆ Ｍｕｒｉｅ，１９９６；Ｈｕａｎｇ ＆ 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２；
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Ｌｉ ＆ Ｙｉ，２００７；方长春，２０１４），也有学者注意到

改革的阶段性和激进式特征（辜胜阻、李正友，１９９８；魏万青，２０１４）。
虽然住房改革总体上采取渐进式策略，但地方改革实践更为复杂。 各

地在住房商品化中采取渐进式方式，在住房产权化中则相继或交替采

取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策略。 基于渐进式改革假设的住房获得研究对

改革实践解释不够全面。 住房市场化不同阶段改革内容和进程各异，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特定时点截面数据，难以反映住房市场化进程的动

态变化（Ｓｏｎｇ ＆ Ｘｉｅ， ２０１４）。 因此，需采用纵贯数据研究改革进程中住

房获得的动态性。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时空来源对解释社会不平等变化机制以及研

究结果的普遍性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对时空差异加以区分 （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８）。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城市经历了重大改革和快速社会变

迁，因而住房研究应考虑时间维度（Ｆｕ， ２０１６）。 此外，市场转型视角的

住房获得研究主要强调个体在体制内的位置能力和体制外的市场能力

（李斌，２００４；胡蓉，２０１２；王宁、陈胜，２０１３），却忽视了个体在不同生命

阶段的住房需求变化（Ｌａｎｔｚ，１９５６；Ｋｅｎｄｉｇ，１９８４），此外还存在忽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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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效应和时期效应的明显不足（梁玉成，２００７）。 而生命历程理论则非

常重视时空因素，通过“恰当时机”原则建立起制度变迁与个体生命轨

迹结合的视角（包蕾萍，２００５），为房改进程与住房获得研究提供了更

具包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吴开泽、陈琳，２０１４）。 生命历程理论也适

合分析发生过重大变革的社会，并广泛应用到国家政策急剧变化对个

体生活机遇影响的研究中（Ｚｈｏｕ ＆ Ｈｏｎ，１９９９；Ｅｌｄｅｒ，２００３：１ － １５）。 生

命历程作为制度变迁与个体生活机遇的重要透镜 （ Ｚｈｏｕ ＆ Ｎｏｅｎ，
２００１），有助于探讨住房改革进程的住房获得机制（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４；
Ｈｕａｎｇ ＆ 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２）。 生命历程理论的优势还在于能将制度变迁的

关键环节操作化为影响住房获得的重要事件，实现从动态角度分析住

房获得的目标。
本文以广州市为例，采用纵贯数据和事件史模型来研究住房改革

进程和生命历程交互作用对首套产权住房的影响，考察住房改革进程

中首套住房获得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探讨福利住房和商品住房产

权获得的宏观和微观影响机制。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住房改革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

在房改进程中，广州市通过鼓励住房投资和商品房开发推动住房

商品化，通过房改售房推动住房产权化。 广州市于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印发

《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进行试点售房，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印发《广
州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继续推行公房销售，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印

发《关于实行住房货币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

化。 广州市的房改进程可分为试点改革（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４ 年）、房改售房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和房地产市场（２００１ 年以后）３ 个阶段，其中试点改革

阶段可分为提租补贴（１９８９ 年前）和试点售房（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４ 年）阶段，
房地产市场阶段可分为房价平稳上升（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和房价快速上

涨（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阶段。 从发展阶段来看，２０００ 年以前商品住房与

福利住房双轨并行发展，在此之后以商品住房为主导。
在住房产权化进程中，地区和单位层面都相继或交替采取渐进式

和激进式改革策略。 从地区层面看，１９９８ 年以前通过试点售房、提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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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和以售带租等方式渐进推动改革，１９９８ 年后采取激进式方式停止

住房实物分配（成思危，１９９９：１２）。 例如，广州市要求所有企事业单位

自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停止出售公房，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从单

位层面看，由于干部阶层居住公房面积大，低价售房作为优先考虑策

略，房改进程中屡次出现突击式低价售房潮（朱亚鹏，２００７：５６ － ５８）。
住房产权化改革策略使福利住房获得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

住房商品化时期也是中国快速城镇化时期，全国城镇化率 １９８０ 年

为 ２０％ ，１９９６ 年超过 ３０％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５０％ 。 城镇化和住房商品化有

效带动了房地产业发展。 １９８５ 年广州商品住宅投资额为 ４􀆰 ６５ 亿元，
２０００ 年增加到 ２００ 亿元，２０１０ 年则达到 ５７２􀆰 ７１ 亿元（广州市统计局，
２０１１）。 商品住房销售价格长期上涨，１９８８ 年为 ８８２􀆰 ０８ 元 ／平方米，
２０００ 年上升到 ３９７８􀆰 ３４ 元 ／平方米，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１０６１５􀆰 ０９ 元 ／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２０１１）。 住房商品化为居民住房获得

提供了新的机遇和途径，但房价变动使不同时期进入市场购房的难易

程度存在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住房市场化进程中住房产权获得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房

改售房阶段和房价平稳上升阶段住房获得概率更高（时期效应假设）。
生命历程因素在调节制度变迁对个体生活机遇的影响中起关键作

用（Ｚｈｏｕ ＆ Ｎｏｅｎ， ２００１），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机遇的获得，在很

多方面被个体生命历程位置所调节（周雪光，２０１４：２４０ － ２６２）。 在房

改进程中，生命历程时机对住房产权获得具有重要作用（Ｆｕ，２０１６）。
住房产权化采取“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办法”的改革策略，使各个世代

经历的制度环境迥异，房价持续上涨使各世代面临的市场环境存在差

异，从而形成相异的世代机遇（吴开泽，２０１６）。 在房改售房阶段处于

职业成长期和成就期的世代，不仅可以从产权化改革获益，还能利用政

府促进住房消费和房价较低的机遇购房；处于职业准备期的世代不仅

未能获得福利住房，还面临房价上涨的不利环境，购房更为困难。 由于

房改进程中不同世代面临相异的住房机遇，住房产权获得具有世代效

应，因此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住房市场化进程中住房产权获得具有显著的世代效应，房

改售房阶段处于职业成长期和成就期的世代具有优势，处于职业准备

期和衰退期的世代没有优势（世代效应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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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房改革各阶段的住房产权获得

１􀆰 试点改革阶段（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４ 年）
住房是国家生活物资再分配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福利品，国家通

过单位供应住房并进行持续性补贴，城市居住空间的稀缺性使住房成

为福利和地位的象征（Ｓｏｎｇ ＆ Ｘｉｅ，２０１４）。 福利住房采取“官本位行政

分配方式”（辜胜阻、李正友，１９９８；李斌，２００２），在行政隶属上越是接

近权力核心的单位，住房资源就越充裕，越是远离权力核心的边缘单

位，住房资源就越紧缺（魏万青，２０１５：１３９），福利住房资源分配呈现出

类似费孝通（２０１２：１３ － １７）提出的“差序格局”。 职工能否取得住房，
以及住房地段和居住设施的好坏，均与其所在单位的建房能力、管房权

力和分配权力大小有关（边燕杰等，１９９６）。 福利住房产权化也采取从

体制外围或边缘单位向体制核心单位推进的“差别化对待”政策（魏万

青，２０１７），在国有和集体企业试点后推广至事业单位和行政机构，也
具有“差序格局”特征。 按照房改售房政策，干部和职工家庭只能享受

一次购房优惠，延迟购房意味着有机会更换或购买更新和更大面积的

公房（毛小平，２０１４），加上改革初期私有产权污名化机制的影响，社会

优势阶层不会主动购买福利住房（王宁、陈胜，２０１３）。 针对城市户籍

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广州市建设解困房出售给人均居住面积低于

５ 平方米的特困户，其中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１ 年解决了 １１６４２ 户特困户的住房

问题（刘祖云等，２０１２：１４２ － １４３）。 因此，试点改革阶段获得福利住房

的往往是职业地位和级别较低、或者离退休的职工。
由于福利住房体制的封闭性，私营和外资企业等体制外单位职工

难以获得福利住房。 市场转型论学者认为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再

分配导致的不平等，从而有利于直接生产者、技术精英和下层阶级（波
兰尼，２００７：４；Ｓｚｅｌｅｎｙｉ，１９７８）。 在试点改革阶段，政府支持房地产业发

展，鼓励开发商建设商品住房（Ｚｈａｎｇ， １９９７）。 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职工

等体制外职业地位较低但经济收入较高的居民较早进入房地产市场购

房（Ｌｅｅ， ２０００；朱亚鹏，２００７：１２３）。 因此，早期住房商品化具有某种程

度的平等化效应，社会普通阶层能从住房市场的扩张中获益（塞勒尼

等，２０１０：１５２ － １９３）。 对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 １：在试点改革阶段，获得福利住房产权的多为体制内非精

英阶层。
假设 ３􀆰 ２：在试点改革阶段，购买商品住房产权的多为体制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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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２􀆰 房改售房阶段（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
福利住房体制的封闭性使体制内外单位住房分割明显，单位行政

级别越高，得到的住房福利也越多（李斌，２００２）。 中国在住房短缺阶

段启动房改售房，由于福利住房资源分配呈现“差序格局”，在权力体

系中占有优势的单位在住房产权上也具有优势（刘祖云、毛小平，
２０１２；胡蓉，２０１２），单位制和再分配权力成为房改售房阶段城市住房

不平等的重要机制（刘欣，２００５）。 在单位内部，住房是作为政治忠诚

的奖励和低工资的补偿来分配的（Ｗａｎｇ ＆ Ｍｕｒｉｅ，１９９６）。 单位根据职

称、工龄、政治进步性和家庭状况等因素将住房分配给那些对社会“更
有用”的社会成员（Ｈｕａｎｇ ＆ 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２；边燕杰等，１９９６）。 福利住房

分配体系导致社会特权累积，体制内的职业精英能分配更新和更高质

量的住房（塞勒尼等，２０１０：６３ － ８６）。 单位在售房时对既得利益的潜

在阻力非常在意，承认和保护单位既有住房分配结构（朱亚鹏，２００７：
１１６ － １２１），体制内精英成为福利住房产权化改革赢家（边燕杰、刘勇

利，２００５；Ｌｏｇ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Ｗａｌｄｅｒ ＆ Ｈｅ， ２０１４），精英阶层的住房优

势主要体现在住房质量而非住房产权上（魏万青，２０１７）。
在房改售房阶段，体制内单位从市场上大量购买商品住房并按房

改优惠政策分配给职工（成思危，１９９９：３８６；魏万青，２０１７）。 统计数据

显示，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年广州市 ３９􀆰 ３％的商品住房销售给了单位（广州市

统计局，２０００）。 政府也为体制内单位职工在市场购房提供了住房补

贴和住房公积金等各种优惠政策，允许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利用住房

补贴在市场上自主购房（魏万青，２０１４）。 随着住房市场发展和房价上

涨，体制内和体制外职业地位较高的家庭更容易获得住房产权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４）。 由于商品住房和福利住房质量相近但价差巨大，购买

商品住房将失去房改购房机会，以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房地产泡沫影响

等原因，体制内行政精英在房改售房结束前倾向于不购买商品住房

（毛小平，２０１４）。 就此可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４􀆰 １ 在房改售房阶段的福利住房产权获得上，体制内单位比

体制外单位、有级别单位比无级别单位更有优势。
假设 ４􀆰 ２ 在房改售房阶段的商品住房产权获得上，体制内单位比

体制外单位更具优势，行政精英不会主动购买商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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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房地产市场阶段（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房改售房结束后，中国逐步建立了高度垄断的土地出让市场和高

度商品化的房屋交易市场杂糅并存的房地产市场。 一方面，房地产业

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被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务院，
２００３），住房成为重要的商品和投资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

储备和招拍挂制度垄断土地供应，深度介入房地产市场。 土地招拍挂

制度和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形成以土地为基础的持久

联盟，合力维持高价位住房市场（Ｆｕ，２０１３）。 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市

场性和再分配性双重特征，市场调节机制尚未取代单位制根深蒂固的

影响（Ｈｏ ＆ Ｋｗｏｎｇ， ２００２）。
在房地产市场阶段，由于单位制的顽固性和制度变迁的渐进性，体

制内单位仍然受到权力庇护（武中哲，２０１０），单位在住房获得方面仍

扮演重要角色（Ｈｕａｎｇ ＆ 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２）。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单位由“管
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其中心任务转向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

组织自我发展（孙立平等，１９９４）。 在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房地产

市场出现逆市场化现象，体制内精英以非市场化或半市场化方式获取

住房（方长春，２０１４）。 国有单位和房管部门仍允许将存量公房出售给

职工，建设部 ２００７ 年印发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仍把单位集资

合作建房定位为经适房。 住房政策规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使掌握土地

和住房建设资源的单位有机会谋求有利的住房资源（胡蓉，２０１２）。 一

些地区采取“委托代建”和“定向开发”等方式给公务员建房（陈淮，
２００９），一些国有企业利用自有用地建设豪华集资房，并以远低于市场

的价格销售给管理者和职工。 改革的局部性为行政精英在再分配经济

中使用权力获利提供了可能（倪志伟， ２００２：１８３ － ２１６），行政精英在福

利住房获得中仍具有优势。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需要众多部门审批，因此体制内单位在市场中

更具有讨价还价能力。 一些家庭有可能利用政治资源和权力，通过折

扣价格、优惠贷款、内幕信息等手段获取高质量住房（ Ｓｏｎｇ ＆ Ｘｉｅ，
２０１４）。 但从整体上看，绝大部分职工是按市场价格购买商品住房，商
品住房获得的体制差异逐渐缩小。 个体购买商品住房主要凭借经济能

力，经济能力与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密切相关，住房市场化有利于精英

阶层而非普通工薪阶层（Ｄａｖｉｓ，２００３：１８３ － １９８）。 尽管体制内行政精

英可以将官僚特权商品化并从中获益（泽林尼、科斯泰罗，２００２：５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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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但基于成本考虑他们更倾向于获得福利住房。 专业精英凭借专

业技术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在商品住房市场显示出“优势”。 因此，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５􀆰 １：在房地产市场阶段的福利住房产权获得上，体制内单位

比体制外单位更具优势，行政精英比非精英阶层更具优势。
假设 ５􀆰 ２：在房地产市场阶段，商品住房产权获得的体制差异不明

显，但专业精英比非精英阶层更具优势。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课题组 ２０１０ 年进行

的“广州市城市居民住房状况调查” （２０１０ 年广州千户问卷调查），调
查区域为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和黄埔区等 ６ 个中心

城区，调查对象为广州户籍居民。 调查采用多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样

本，并通过甄别问卷确定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户主为调查

对象，最后通过入户与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结构式访谈（刘祖云、毛小

平，２０１２）。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１２０ 份，回收问卷 １１１５ 份，有效问卷

１０３９ 份。 此次调查除询问受访者当前职业情况和住房状况外，采用回

溯性方法详细询问了受访者的住房史和相对应的工作史，包括获得现

住房时受访者夫妻双方和父母的职业与单位情况，以及获得其他住房

时夫妻双方的单位类型和级别、个体行政级别和职称等。 本文用受访

户主和配偶信息代表家庭情况。
在数据处理时删除了自建房和自建形式的私房，以及首套房购房

年份在 １９８０ 年前、购房年龄低于 １５ 岁的 １１４ 份问卷，剩余有效问卷

９２５ 份。 根据家庭住房史和生命事件时间点，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０ 年间对 １５
岁以上受访者建立人 － 年数据组，共建立 ３１ 个数据文件，汇合后形成

人 －年数为 ２４５１０ 个的纵贯数据。

（二）研究变量

因变量即住房产权，是指受访者及配偶首套拥有全部产权或部分

产权的住房，有住房产权设置为 １，租赁住房设置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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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性质分为租借住房、商品住房和福利住房。 租借住房包括承

租私人住房、市直管公房、单位直管公房或廉租房；商品住房包括一手

商品住房、二手商品住房（含购买获得的私房）；福利住房包括房改房、
解困房、安居房、单位集资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自变量指除性别外均为受访者在观察期内的时变变量，具体介绍

如下：
时期：根据房改进程的 ３ 个阶段，以及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和 ２００５ 年等关

键时点细分为 ７ 个时期。
职业发展阶段：根据既有研究（Ｓｕｐｅｒ，１９８０），结合城市居民职业发

展规律，分为职业准备期（１９ 岁以前）、进入期（２０ － ２４ 岁）、成长期

（２５ － ３９ 岁）、成就期（４０ － ５４ 岁）和衰退期（５５ 岁以后）。
世代：根据受访者出生年份，以 ５ 年为间隔划分为 ９ 个世代。
职业：设置为管理与专业人员、技术与服务人员、个体工商户、体力

劳动者，当观察年份失业或未就业设置为无工作或未就业，管理与专业

人员称为精英阶层。
单位性质：根据单位在体制核心或边缘位置分为国有机构（包括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体制外企业（含无工作单

位）。
单位级别：观察年份受访者或配偶单位挂靠级别为区级以上设为

有行政级别。
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
行政级别和职称：观察年份受访者或配偶拥有职称或行政级别，称

为拥有职称或行政级别，本文将拥有职称者称为专业精英，拥有行政级

别者称为行政精英。

（三）模型和方法

本文采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考察房改不同阶段的住房产权以及

商品住房和福利住房获得情况。 事件史模型采用时变变量把生命历程

的有关信息纳入模型，并能很好地处理删截问题（杜本峰，２００８：３７ －
４２）。 通过对原数据的重新设置，事件史模型可以通过二分变量 ｌｏｇｉｔ
和多变量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估计（吴晓刚，２００８）。 ｌｏｇｉｔ 模型表达式如下：

ｌｎ ｐ（ ｔ）
１ － ｐ（ ｔ） ＝ ｂ１ｘ１ ＋ ｂ２ｘ２ ＋… ＋ ｂｋｘｋ （公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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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型中 ｐ（ｔ）是风险率，即观察个体在时间 ｔ 事件发生的概

率。 ｌｎ ｐ（ ｔ）
１ － ｐ（ ｔ）是对风险率作 ｌｏｇｉｔ 变换。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同时估计一组 ｌｏｇｉｔ 回归方程 （唐启明，２０１２：３１７ －
３１８），租借住房为基准组，其他选项与基准组比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ｌｎ ｐ（Ｙ ＝ ｊ ｜Ｘ）
ｐ（Ｙ ＝ ０ ｜Ｘ） ＝ ａｉ ＋ ∑

ｋ

ｋ ＝ １
ｂｋｉＸｋ （公式 ２）

公式 １ 和公式 ２ 中，Ｘ１，……Ｘｋ 是一组解释变量，ｂ１，……ｂｋ 是每

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在事件史模型参数设置中，起始年份设为 １９８０ 年，风险年龄设置

为 １５ 岁，结束年份设置为 ２０１０ 年，获得住房产权就退出风险集，风险

集人 －年数为 １６６１１ 个。 相关变量缺失值用列删方法处理，最终纳入

模型的个案 ９０３ 个，人 － 年数为 １５５２２ 个，获得住房产权的风险率为

０􀆰 ６９，平均生存时间为 １７􀆰 １９ 年。 纳入模型的个案中有 ６２２ 个获得住房，
其中商品住房 ３５１ 个，福利住房 ２７１ 个。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人 － 年数 百分比 人 － 年数 百分比

住房产权 受教育程度

　 无产权 １４９００ ９５􀆰 ９９ 　 初中及以下 ３４８８ ２２􀆰 ４７

　 有产权 ６２２ ４􀆰 ０１ 　 高中和中专 １００３６ ６４􀆰 ６６

出生世代 　 大专及以上 １９９８ １２􀆰 ８７

　 １９３９ 年以前 ２９３ １􀆰 ８９ 政治面貌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９ 年 ６２５ ４􀆰 ０３ 　 非中共党员 １５２０７ ９７􀆰 ９７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 ８７５ ５􀆰 ６４ 　 中共党员 ３１５ ２􀆰 ０３０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０２ １２􀆰 ２５ 单位类型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年 ４１１６ ２６􀆰 ５２ 　 体制外企业 ８７２７ ５６􀆰 ２２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年 ３１９３ ２０􀆰 ５７ 　 国有机构 ２４１０ １５􀆰 ５３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 ２５２０ １６􀆰 ２４ 　 国有和集体企业 ４３８５ ２８􀆰 ２５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 １２６７ ８􀆰 １６ 单位级别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 ７３１ ４􀆰 ７１ 　 无级别 ８０３２ ５１􀆰 ７５
时期 　 有级别 ７４９０ ４８􀆰 ２５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４ 年 ８９５６ ５７􀆰 ７０ 职业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 ３４２８ ２２􀆰 ０８ 　 体力劳动者 ６１３８ ３９􀆰 ５４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１３８ ２０􀆰 ２２ 　 管理与专业人员 １８２８ １１􀆰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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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人 － 年数 百分比 人 － 年数 百分比

年龄段 　 技术与服务人员 １９９６ １２􀆰 ８６
　 １５ － １９ 岁 ２８３７ １８􀆰 ２８０ 　 个体工商户 ２７１０ １７􀆰 ４６
　 ２０ － ２４ 岁 ３２３１ ２０􀆰 ８２ 　 无工作或未就业 ２８５０ １８􀆰 ３６
　 ２５ － ３９ 岁 ７２１４ ４６􀆰 ４８ 行政级别

　 ４０ － ５４ 岁 １９７７ １２􀆰 ７４ 　 无级别 １４８１４ ９５􀆰 ４４
　 ５５ 岁以上 ２６３ １􀆰 ６９０ 　 有级别 ７０８ ４􀆰 ５６
性别 技术职称

　 女性 ８１３０ ５２􀆰 ３８ 　 无职称 １３５０１ ８６􀆰 ９８
　 男性 ７３９２ ４７􀆰 ６２ 　 有职称 ２０２１ １３􀆰 ０２

四、城市住房产权获得情况（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０ 年）

（一）住房产权获得情况描述

住房产权获得受房改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综合影响，具有明

显的时期效应。 房改早期住房自有率增长缓慢，试点售房后住房自有

率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３％上升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９％ ，房改售房和房价平稳上升阶

段（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显著上升至 ６２􀆰 ３％ ，房价快速上涨阶段住房自有

率增长趋缓。 住房获得的年龄效应显示，２５ － ４４ 岁是住房自有率显著

上升期，５５ 岁以后住房自有率趋于稳定。

图 １　 城市居民随时期和年龄变化的住房自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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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世代住房自有率存在较显著差异，“４０ 后”住房自有率超过

９０％ ，“３０ 后”、“５０ 后”和“６０ 后”为 ７５％ 左右，“７０ 后”和“８０ 后”为

５５％左右。 相邻世代住房自有率具有显著差异，“３０ 后”和“４０ 后”住
房自有率相差 １４ 个百分点，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９ 年世代相差

９ 个百分点。 各世代住房自有率上升期也存在差异，“６０ 后”及以前世

代住房自有率上升期主要在试点改革和房改售房阶段，“７０ 后”和“８０
后”则在房改售房和房价平稳上升阶段。 各世代住房获得的年龄效应

差异显著，年轻世代购房低龄化趋势明显，“４０ 后”在 ３９ 岁时住房自有

率几乎为 ０，“８０ 后”在 ２９ 岁时住房自有率达 ５８％ 。

图 ２　 不同世代居民随时期和年龄变化的住房自有率

（二）住房产权获得风险和生存估计分析

在观察期内，住房产权获得风险率呈“倒 Ｕ 型”趋势，试点售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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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售房阶段（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稳步增长，房地产市场阶段逐步下降。
各世代住房产权获得风险率也呈现“倒 Ｕ 型”趋势，其中“８０ 后”的风

险率在房价平稳上升阶段稳步增长，房价快速上涨阶段逐步下降。 各

世代风险率显示，“４０ 后”风险率峰值最高，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世代峰值低

且下降快，“８０ 后”的起始值和峰值都很高。

图 ３　 各世代获得首套住房产权的风险估计

图 ４　 各世代获得首套住房产权的 ＫＭ 累积生存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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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 累积生存估计图显示，大部分世代住房自有率在房改售房和

房价平稳上升阶段持续上升。 各世代住房产权分化明显，在房改售房

阶段处于职业成就期的“４０ 后”住房自有率超过 ９０％ ，处于职业衰退

期的“３０ 后”以及成长期的“５０ 后”和“６０ 后”为 ７５％ －８０％ ，处于职业

进入期的“７０ 后”和职业准备期的“８０ 后”约为 ６０％ 。

五、模型分析结果

（一）住房产权获得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

表 ２ 模型 ２ 显示，２０００ 年以前住房获得受产权化改革进程的强烈

影响，房改售房阶段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更高。 房改事件也影响了特

定时期的住房获得，例如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 年受试点售房政策影响，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受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政策影响，获得住房的比率高于相邻时

期。 由此可见，住房产权化相继采取的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策略形成

了显著的时期效应。 在房地产市场阶段，住房获得受房价变动影响，房
价平稳上涨阶段获得住房产权比率更高。 假设 １ 得到验证。

住房产权获得具有显著的世代效应。 模型 ３ 显示“３０ 后”获得住

房产权的比率为 １􀆰 ６９（ｅ０􀆰 ５２７）但不显著，“４０ 后”的比率为 ２􀆰 ４３（ｅ０􀆰 ８８９）
且非常显著，“５０ 后”和“６０ 后”的比率均大于 １􀆰 ５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世代的比率为 １􀆰 １６ 但不显著。 从住房世代机遇来看，
“３０ 后”在房改售房阶段大多处于职业衰退期，住房获得优势不明显；
“４０ 后”处于职业成就期，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９ 年世代分别处

于职业成就期和成长期，“６０ 后”处于职业成长期，他们既能享受福利

分房，也能利用信贷宽松和房价较低的机遇购房；“７０ 后”大多处于职

业准备期或进入期，大部分未能获得福利分房，还面临住房价格上涨的

不利环境。 出乎意料的是，“８０ 后”住房获得比率为 １􀆰 ９６（ｅ０􀆰 ６７７）且非

常显著，假设 ２ 未能得到验证。 模型 ３ 显示，在房改售房阶段处于职业

成就期的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世代获得住房产权的比率和显著度均低于相

邻世代。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相邻世代在急剧变迁中的差异最大，说明

是制度变迁导致世代差异（埃尔德，２００２：４４３）。 此外，在加入时期和

世代变量后模型拟合度有效提升，说明住房获得研究应考虑时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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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住房产权获得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表（１９８０ －２０１０ 年）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性别（女 ＝ ０）
－ 􀆰 ０９２６０
（􀆰 ０８５）

－ 􀆰 ０６０００
（􀆰 ０８６）

－ 􀆰 ０８９７０
（􀆰 ０８７）

教育（初中及以下 ＝ ０）

　 高中和中专
􀆰 ０８６５

（􀆰 １１２）
－ 􀆰 ０００２５
（􀆰 １１４）

􀆰 ０２４５
（􀆰 １２０）

　 大专及以上
􀆰 ７２７∗∗∗

（􀆰 １４７）
􀆰 ２７７∗

（􀆰 １４９）
􀆰 ４４０∗∗∗

（􀆰 １５９）

党员身份（无 ＝ ０）
􀆰 ３５２

（􀆰 ２３０）
􀆰 ７９２∗∗∗

（􀆰 ２３９）
􀆰 ７０４∗∗∗

（􀆰 ２４８）

单位（私营企业 ＝ ０）

　 国有机构
􀆰 ２４７∗

（􀆰 １４６）
􀆰 ４９８∗∗∗

（􀆰 １４６）
􀆰 ４０４∗∗∗

（􀆰 １４８）

　 国有和集体企业
􀆰 ３３４∗∗∗

（􀆰 １２６）
􀆰 ５９５∗∗∗

（􀆰 １２７）
􀆰 ４９１∗∗∗

（􀆰 １３０）

单位级别（无 ＝ ０） 􀆰 １７０∗

（􀆰 １０１）
􀆰 ２２７∗∗

（􀆰 １０２）
􀆰 ２０２∗∗

（􀆰 １０３）

职业（体力劳动者 ＝ ０）

　 管理与专业人员
􀆰 ０７６１
（􀆰 １５６）

􀆰 ２４２
（􀆰 １５９）

􀆰 １７５
（􀆰 １６３）

　 技术及服务人员
􀆰 ０７５９

（􀆰 １３５）
－ 􀆰 ０２０６０
（􀆰 １３７）

􀆰 ０１６４
（􀆰 １３９）

　 个体工商户
􀆰 ４５７∗∗∗

（􀆰 １４１）
􀆰 ５７８∗∗∗

（􀆰 １４３）
􀆰 ５４９∗∗∗

（􀆰 １４５）

　 无工作或未就业
－ 􀆰 ５７７∗∗∗

（􀆰 １８０）
－ 􀆰 １２９００
（􀆰 １８３）

－ 􀆰 ２２０００
（􀆰 ２０１）

职称（无 ＝ ０） 􀆰 ２２４∗

（􀆰 １３２）
􀆰 ２６９∗∗

（􀆰 １３４）
􀆰 ２５９∗

（􀆰 １３６）

行政级别（无 ＝ ０）
－ 􀆰 １７０００
（􀆰 １８９）

－ 􀆰 ２９０００
（􀆰 １９６）

－ 􀆰 ３０５００
（􀆰 １９７）

时期（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 ０）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８ 年
－ ２􀆰 ４７８∗∗∗

（􀆰 ２８７）
－ ２􀆰 ５５３∗∗∗

（􀆰 ２９１）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 年
－ 􀆰 ０７９７０
（􀆰 ２０７）

－ 􀆰 １１４００
（􀆰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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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４ 年
－ 􀆰 ３２３∗

（􀆰 １８９）
－ 􀆰 ３３１∗

（􀆰 １９３）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年
􀆰 ４１５∗∗

（􀆰 １７９）
􀆰 ４２８∗∗

（􀆰 １８３）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
􀆰 ９６０∗∗∗

（􀆰 １７２）
􀆰 ９７９∗∗∗

（􀆰 １７４）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 ９３１∗∗∗

（􀆰 １６９）
􀆰 ９４２∗∗∗

（􀆰 １７０）

出生世代（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 ＝ ０）

　 １９３９ 年以前
􀆰 ５２７

（􀆰 ３７０）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９ 年
􀆰 ８８９∗∗∗

（􀆰 ２６１）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
􀆰 ４３４∗

（􀆰 ２５３）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９ 年
􀆰 ５７１∗∗∗

（􀆰 ２０７）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年
􀆰 ５６６∗∗∗

（􀆰 １８６）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年
􀆰 ４７３∗∗

（􀆰 １８５）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
􀆰 １５２

（􀆰 １８８）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
􀆰 ６７７∗∗∗

（􀆰 ２１８）

系数
－ ３􀆰 ６２４∗∗∗

（􀆰 １４８）
－ ３􀆰 ８０１∗∗∗

（􀆰 ２０３）
－ ４􀆰 １８５∗∗∗

（􀆰 ２４６）

人 － 年数 １５５２２ １５５２２ １５５２２

伪 Ｒ２ 􀆰 ０２５４ 􀆰 １１６４ 􀆰 １２１１

对数似然值 － ２５４３􀆰 ９８ － ２３０６􀆰 ９４ － ２２９４􀆰 ３８

　 　 注：（１）∗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检验）。 （２）括号内为标准误。

财富积累有限的“８０ 后”在高房价背景下仍有较高的住房自有率，
反映年轻世代住房获得机制发生变化。 在所有调查个案中，“８０ 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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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住房产权的平均年龄为 １７􀆰 ６５ 岁，父母资助比重接近 ８０％ ，在剔除

父母资助购房样本后，“８０ 后”住房自有率从 ０􀆰 ８１ 下降为 ０􀆰 ４６。 在房

地产市场阶段，住房获得从依靠单位向依靠家庭经济能力转变，家庭财

富差异成为年轻世代住房分化的重要因素。

　 表 ３ 各世代住房自有率和首套房父母资助情况

世代

全部样本 删除父母资助样本

获住房平均年龄
（岁）

住房自有率
获住房平均年龄

（岁）
住房自有率

父母资
助比重
（％ ）

１９３９ 年以前 ６０􀆰 ７５ 􀆰 ８０ ５８􀆰 ９０ 􀆰 ７５ １６􀆰 ６７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９ 年 ５１􀆰 ８４ 􀆰 ９４ ５１􀆰 ６９ 􀆰 ９４ ９􀆰 ０９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 ４５􀆰 ４８ 􀆰 ８６ ４６􀆰 １４ 􀆰 ７９ ３１􀆰 ８２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９ 年 ３９􀆰 ５４ 􀆰 ９０ ３９􀆰 ８４ 􀆰 ８５ ２９􀆰 ８９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年 ３６􀆰 ５８ 􀆰 ８６ ３６􀆰 ５０ 􀆰 ７９ ３０􀆰 ５６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年 ３２􀆰 ３２ 􀆰 ８７ ３２􀆰 ８１ 􀆰 ８１ ３２􀆰 ９０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 ２７􀆰 ８９ 􀆰 ７４ ２９􀆰 ４１ 􀆰 ６０ ４４􀆰 １７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 ２５􀆰 １６ 􀆰 ７３ ２６􀆰 ８４ 􀆰 ５５ ４７􀆰 ８９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 １７􀆰 ６５ 􀆰 ８１ ２１􀆰 ８９ 􀆰 ４６ ７９􀆰 ５５

（二）试点改革阶段的住房产权获得

试点改革阶段的住房产权获得情况显示，党员身份、年龄和职称的

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体制内单位、单位级别和个体行政级别的系数为

负。 在不考虑商品住房和福利住房分配机制差异的情况下，难以解释

职业衰退期和拥有职称的职工在住房产权获得上有优势而体制内行政

精英处于劣势的现象。 模型 ２ 显示，在福利住房产权获得方面，国有机

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 ０􀆰 ３４８ 和 － ０􀆰 １７０，说明体制

内单位在试点改革阶段没有优势。 管理及专业人员和行政级别的系数

分别为 － １􀆰 １４６ 和 － ０􀆰 ９６９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试点改革阶段

获得福利住房产权的主要为非精英阶层，行政精英不会主动购买福利

住房。 年龄效应显示，职业成就期和衰退期的比率分别为 ３􀆰 ２９ 倍

（ｅ１􀆰 １９０）和 ９􀆰 ６８ 倍（ｅ２􀆰 ２７０）且非常显著，获得福利住房的多为离退休职

工。 假设 ３􀆰 １ 得到验证。 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职工获得福利住房

的概率越大，党员身份和职称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试点售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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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再分配体制的住房资源分配逻辑。
在试点改革阶段的商品住房获得上，体制内单位系数为负，单位行

政级别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管理与专业人员影响系数不显著，
体制内单位职工不会主动购买商品住房。 个体行政级别和党员的比率

为 ０，表明精英阶层也不会购买商品住房。 从年龄效应来看，职业成长

期的比率为 ３􀆰 ４７ 倍（ ｅ１􀆰 ２４５）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职业衰退期的比率为

０。 由此可见，试点改革阶段获得商品住房的是体制外处于职业成长期

的个体。 假设 ３􀆰 ２ 得到验证。

（三）房改售房阶段的住房产权获得

房改售房阶段的住房获得情况显示，年龄和单位类型影响显著。
从单位类型看，体制内单位职工具有明显优势；从年龄看，职业成就期

和衰退期的职工具有显著优势；从职业类型看，管理与专业人员和个体

工商户优势明显。 福利住房影响系数显示，体制内单位和单位级别的

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越靠近体制核心的单位系数越大，国有机构、国有

和集体企业的系数分别为 １􀆰 ２２１ 和 １􀆰 ０６０ 且非常显著，单位级别的系

数为 ０􀆰 ６８１ 且影响显著。 随着房改售房末班车的临近，国有机构和国

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加快售房，体制核心单位的住房资源优势显化为

住房产权优势。 从职业因素来看，管理与专业人员的系数为正但不显

著，职称的系数为负，个体行政级别的系数为正，行政精英比专业精英

更有优势。 假设 ４􀆰 １ 得到验证。
商品住房获得情况显示，国有机构影响系数为正，国有和集体企业

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反映体制内单位在商品住房获得上也具

有优势。 从职业类型来看，管理与专业人员和个体户的影响系数为正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反映精英阶层在商品住房上具有优势。 职称的系

数为正，个体行政级别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专业精英具有优势，行政

精英在房改售房阶段不会主动购买商品住房。 假设 ４􀆰 ２ 得到验证。 此

外，在商品住房获得上职业成就期世代更有优势，教育优势也开始

显现。

（四）房地产市场阶段的住房产权获得

在房地产市场阶段，住房产权获得的低龄化趋势明显，职业成长期

和衰退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 ０􀆰 ６５３ 和 － ０􀆰 ６１２。 从单位类型看体制内

１８

专题研究 房改进程、生命历程与城市住房产权获得（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０ 年）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0
#

1
2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5

" 6
7

8
9

-
%#

!
:

7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B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E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8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H

" I
J

K
L

-
%#

!
M

N
O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８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５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2
"

1
2

(
1

2
)

$
%

&
'

(
)

*
! +

,
$

%
-

.
%

/
0

%
1

2
!

1
2

'
1

2
*

$
%

&
'

(
)

*
! +

,
$

%
-

.
%

/
0

%
1

2
+

1
2

$
1

2
#

,
3

4
5

6
7

8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7
@

A
B

C
.
%#

,
D

E
F

G
9

H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K
F

L
M

H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7
O

/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
Q

R
S

T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Y
$#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
##
$

-%
(#
$

-%
!!
$

[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0
1
%-
"%

$!
!
0
1
%-
%'

$!
!!
0
1
%-
%"

" `
a

b
c

#%
"(

# d
e

f
g

h
i

j
%

３８

专题研究 房改进程、生命历程与城市住房产权获得（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０ 年）



单位职工住房获得优势不明显，从职业类型看技术与服务人员和个体

户具有优势。 福利住房影响系数显示，国有机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比

率为分别为 ２􀆰 １５ 倍（ｅ０􀆰 ７６５）和 ２􀆰 ３１ 倍（ ｅ０􀆰 ８３６）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

也验证了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差序格局”，即体制内单位在房地产市场

阶段仍能得到权力庇护，福利住房产权获得优势仍得以保持。 管理及

专业人员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个体行政级别的比率为 ３􀆰 ２１ 倍

（ｅ１􀆰 １６８）且非常显著，职称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职业类型、行政

级别和职称的影响系数显示，行政精英比非精英在福利住房获得上具

有显著优势。 假设 ５􀆰 １ 得到验证。
商品住房获得有两个显著趋势，一是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居民住房

优势凸显，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居民获得住房产权的比率为 ２􀆰 １９ 倍

（ｅ０􀆰 ７８５）且影响显著；二是购房低龄化趋势明显，职业成长期和成就期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住房获得优势“消失”。 单位类型影响系数显

示，国有机构系数为负，国有和集体企业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商品

住房获得的体制差异不明显。 从职业地位看，职称的系数显著为正，个
体行政级别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专业精英比非精英阶层更有优

势。 假设 ５􀆰 ２ 得到验证。 模型 ９ 的结果说明住房商品化改革打破了体

制内单位的住房获得优势，商品住房获得更多依靠职业地位和经济

能力。

六、结论与讨论

在过去 ３０ 多年里，中国采取“双轮驱动”的形式推动住房市场化

改革，一方面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住房商品化，另一方面通过房改售

房推动福利住房产权化。 由于住房市场化不同阶段改革内容和进程各

异，采用特定时点截面数据的研究未能有效反映住房不平等的演进路

径和影响机制，从而可能得出相异的结论。 因此，住房领域的市场转型

研究需要对双轨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以了解改革进程的动态变化。
本文采用住房史数据，研究福利住房产权化和住房商品化改革进程与

个体生命历程交互作用对住房获得的影响。 研究发现双轨制改革模式

使住房领域的市场转型具有二元性，商品住房获得逐渐由市场机制起

决定作用，福利住房获得则延续了再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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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经历了试点改革、房改售房和房地产市

场三个阶段。 在改革进程中，住房商品化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住房产

权化则相继或交替采取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策略，住房产权获得具有

明显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 各世代住房获得风险率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０
年呈现“倒 Ｕ 型”趋势，房改售房阶段和房价平稳上升阶段获得住房概

率高，房价快速上涨阶段获得住房概率低。 在住房市场化进程中，不同

世代的生命历程与住房改革交互作用形成代际住房差异，房改售房阶

段处于职业成长期和成就期的“４０ 后”、“５０ 后”和“６０ 后”具有优势，
“７０ 后”住房自有率较低。 家庭资助购房使世代效应呈现新变化，“８０
后”在房价持续上涨的市场环境下仍具有较高的住房自有率。

本文揭示了福利住房资源分配和住房市场化进程的差别化对待现

象。 福利住房分配按照“差序格局”原则，单位行政级别越高、越靠近

体制核心，得到的住房福利就越多。 住房市场化改革也按照“差序格

局”的顺序，从体制外围或边缘单位向体制核心单位逐步推进，越靠近

体制核心的单位越晚进入市场，也越能得到权力庇护。 因此，当前单位

因素仍然影响着住房产权获得，体制内单位的职工不仅在房改售房阶

段的福利住房和商品住房获得上具有优势，甚至在房地产市场阶段的

福利住房获得上仍具有强烈优势。 由于福利住房分配模式和住房市场

化推进模式的并存，社会优势阶层倾向于在不同阶段采取差异化策略

实现自身的住房利益。
中国的住房改革建立了高度市场化的商品房市场，打破了福利住

房体系的单一供给模式，开辟了住房获得的新途径。 住房市场化使体

制内外单位职工更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体制外人员能从住房市场的

发展中获益，降低了住房不平等。 塞勒尼等认为市场在转型过程中仅

具有短暂的平等化效应，市场进一步发展则有可能加剧不平等。 在房

地产市场阶段，住房产权化和商品化改革的获益者能以有利的地位参

与市场竞争，从而能获得更多套住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则难以

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塞勒尼等，２０１０：１５２ － １９３）。 体制分割和市

场分化相互强化，形成双重叠加效应加剧了住房分化。 广州千户问卷

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６ 年后居民获得首套房概率下降，而购买二套房的

概率仍在上升，多产权房阶层的首套房大多在房改售房阶段或父母资

助下获得（吴开泽，２０１６）。 早期住房商品化和产权化改革的获益者，
正通过住房市场进行住房财富的代际传递，因此年轻世代在高房价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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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仍具有较高的住房获得率。 由此可见，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机制

双重叠加形成的分化效应，正在通过代际传递加剧年轻世代的住房分

化，这或许是当代青年“住房焦虑”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当前，中国城市形成了包括无产权房、有产权房和多产权房阶层构

成的“三阶五级式”住房分层结构（刘祖云、毛小平，２０１２）。 住房产权

对社会阶层有显著影响，住房分化会加剧社会阶层的财富不平等，深化

社会结构的内部冲突（许秉翔，２００２）。 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住
房市场的“马太效应”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并影响社会稳定。 为缓解住

房市场分化引发的不平等，针对住房贫困群体的住房保障政策尤为重

要。 由于存在住房资源分配的差序格局和利益型单位的路径依赖，住
房市场和住房保障“双轨并行”的住房政策在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

容易产生偏移，即体制内单位很可能采用非市场化方式优先解决单位

职工住房问题。 本文发现，在房地产市场阶段的福利住房获得上，体制

内单位职工和行政精英具有显著优势，这表现为在住房保障准入和退

出机制仍不健全的情况下，住房保障资源仍可能被非贫困者获取。 因

此，住房制度设计应考虑破解住房分配的差序格局和利益型单位的负

面影响，保证住房制度公平。
本文的一个贡献是从制度变迁角度采用回溯性住房史数据考察住

房市场化进程，克服了截面数据难以反映住房双轨制改革动态变化的

问题，从而深化了对住房市场化演进路径的研究。 本文的另一个贡献

是将生命历程和住房改革进程对接，研究宏观制度变迁对个体生活机

遇的影响，揭示住房产权化采取的渐进式和激进式策略以及住房市场

波动对住房获得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影响。
当然，本文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例如，中国不同区域的住房市场

高度分化，回溯性调查数据也存在一些限制，更全面深入的研究需要更

大范围、更长期的追踪数据。 此外，２０１０ 年以后，房地产市场开始发生

深刻变化，房价持续上涨使住房财富效应凸显，住房在很大程度上从消

费品变成了投资品和金融品，住房金融化日益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政

府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频繁进行市场调控和住房政策调整，住房双轨

制呈现出新的特点。 受数据限制，本文未能深入研究住房金融化背景

下的住房分层机制，而这对未来住房制度改革尤为重要。 住房研究下

一步的努力方向或许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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